毛啸岑事略
邵子敬执笔
毛啸岑（1900—1976）名兆荣，江苏省吴江县人，一九○○年生。小学毕业，志在教育，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卒业返乡，任吴江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师，既任校长。当时四高教师均老师宿儒，独先生专业教育，对学生循循善诱，学生作业，每篇均认真批改，并给以当面评讲，以是学生写作能力，进步较快。兼教地理，自刻钢板，印发油印暗射地图，仅有省界山脉、河流以及县治位置，指导学生着色，填写名称。因此，凡经先生教过之学生，对全国与各省之地势位置，牢记不忘，且有兴趣，学生莫不感服。任校长后更苦心规划，改建校舍，添置设备。吴江县仅有中学一所，不能满足全县小学毕业生升学之需求，因樽节费用，并征得当局资助，辟新建校舍的余屋，筹设初中，聘请当地因事因病在家之大专毕业生为教师，一时人材济济，称全县冠。其后，各镇仿效者甚多。当中小学正待发展之际，而先生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被县局遴选为督学，当地家长与学生莫不为公庆幸，为私惋惜。
初，一九二一年与二五年间，当先生任四高校长时，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军阀割据局面，余焰犹炽，先生竟于应接室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毛啸岑已由柳亚子介绍加入国民党，对革命形势之发展欢欣鼓舞，以是甘冒大不韪，在革命军尚未到达之际，已悬旗迎接。适教育局长金天翮莅校视察，见校内公然悬挂国民党旗，心颇不然；但以先生应付有方，局长仅指出“未免太早了！”不敢久留即去。或曰，先生之改任督学，名为调迁，实是调离。但先生之革命意志，固未尝因此而受挫也。

南社创始人乡先辈柳亚子先生早于一九○六年加入孙中山组织之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和支持下，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柳亚子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并介绍毛啸岑为国民党党员。时国民党中央已指派朱季恂、侯绍裘、柳亚子等筹备组织江苏省省党部。吴江县县党部亦相继成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吴江县党部先后举行代表大会凡五次，毛啸岑与柳亚子实主持之。与此同时，毛啸岑并协助柳亚子在家乡发行地方报纸《新黎里》，宣传国民革命与三大政策，目的要把半封建的旧黎里改造成为适合时代潮流的新黎里。《新黎里报》发刊词凡两篇，一为柳亚子所写，一为毛啸岑所写。毛文内有“黎里的社会，沉寂极了！难道让他因循下去吗？我们既是黎里人，那可不设法整顿呢！作中正底舆论为社会底南针，是本刊底惟一责任。”中间列举了黎里镇当时应兴应革的许多事情，都是切中时弊的。接着就写道：“大凡一种有益的事情，没有人去提倡，一定不能通行；一种堕落的事情，没有人去惊醒，一定不能觉悟，那提倡和惊醒底责任，本刊也是义不容辞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柳亚子所写发刊词中说：“治始于乡，哲人所乐道。”毛啸岑深明此理，因此团结当地和旅外的进步人士，努力要实现发刊词中所提出的“本刊就是引到新黎里路上底一颗明星”的目标。哪知《新黎里》从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创刊起，每周两期，出至四十八期，即被同邑土豪向官厅告发为“过激党”，报纸被查封，柳亚子感慨系之，作了一首五言律诗给毛啸岑，诗曰“啸岑吾弱弟，比例到章邹；可惜同文狱，还成漏网舟。红潮新世界，碧血旧阳秋；何日冥鸿逝，同为万里游！”其沉痛心情可以想见。
毛啸岑经柳亚子介绍与中共党员侯绍裘相识。一九二五年在吴江县平望镇举行之一次代表大会上，肖楚女作反帝、反封建讲话，毛啸岑理解不够，会后，特请教侯绍裘。侯曰：“国民革命的成功，首先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革命斗争。因军阀背后，各有不同之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必定要勾结帝国主义才得生存，故国民革命必须反帝反封建。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解释“民族主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大政策，亦必须彻底铲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毛啸岑听侯绍裘之解释后，对国民革命之目标与任务更益明确。同年暑期，吴江县党部在黎里办讲习会，系柳亚子所主持，侯绍裘主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阐明国民革命必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意义，凡若干日，宿毛啸岑任校长之学校内，与毛朝夕共处，对毛启发教育甚大。
毛啸岑于一九二五年十月被教育局调离原校选为县督学后，视察学校，乘机宣传国民革命，扩大活动范围。是年夏被军阀孙传芳通缉，密电吴江县署：“就地正法”。毛啸岑不得不辞去督学，遁迹海上，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江苏省省党部亦设在上海，侯绍裘邀毛啸岑任省党部文书科长，既任秘书长。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之工作重点，为反对封建军阀并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毛啸岑任省党部秘书长后，同时与沈雁冰、高尔柏、沈联壁等任《神州日报》与《中南晚报》编辑。某日毛疏忽辑入一则西山会议派消息，侯绍裘来馆发现，对毛啸岑严肃批评，要毛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事后毛谓人曰：“侯部长（常委兼宣传部长）态度谦和，而对原则性问题，严肃认真如此，其作风审慎又如此，诚革命者之良楷也。”一九二七年二月，孙传芳之爪牙李宝章要查封两报馆，毛啸岑即奔赴报馆，报告经理蒋裕泉，而蒋已被看管，毛见状进退两难，旋即转赴省部，与侯绍裘商讨对策，找共产党领导的济难会设法营救，用四千两银子买通法国领事，将蒋裕泉拘押于法租界捕房，免被引渡。不久，国民革命军打垮李宝章，蒋裕泉即由捕房释放回家。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龙华后，犹观望不前。上海工人起义，响应北伐军，以工人武装打垮张作霖部下毕庶澄直鲁军。于是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潘宜之至国民党江苏省与上海市两党部联系，侯绍裘与毛啸岑对潘宜之痛斥右派破坏活动。潘宜之归告白崇禧，白以是洞烛内情消除顾虑，遂即进军。

初，孙传芳残部退出浙江后，侯绍裘、毛啸岑同去南京路一带，宣传商店罢市，先到同昌车行活动，旋毛啸岑复单独到永安、先施公司宣传国民革命军即将到来，工人武装已准备起义，希望商界响应。得职工同意，永安、先施两公司首先罢市，南北浙江路一带商店亦纷纷响应，反对军阀，欢迎北伐军。里应外合上海市即迅速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

北伐军进入上海市区后，侯绍裘派毛啸岑筹组江苏省教育协会，毛即以常务委员名义，接收军阀所把持之江苏省教育会会所，进行宣传改革，于是，上海教育界面貌为之一新。

三月三十一日，江苏省省党部迁至南京。临行，侯绍裘谓毛啸岑曰：“此次去南京，要准备斗争，要作好一切准备。”并嘱毛要轻装，单身负责，率队前往。党部迁宁专车到达沿线各大城市时，均有群众迎送示威，到南京下关，执旗欢迎者达四五万人。示威游行队伍直至中正街省、市（南京市）两党部合址办公之安徽公学。当省部迁宁之前，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祖涵（林伯渠）早已率部攻克南京，当时出现三个所谓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三、四个南京总工会与劳工会，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将假的市党部，总工会，劳工会等一一加以封闭，以是当省党部迁达南京时，正式的总工会、农民协会以及学生会等，均在南京市党部领导下正常工作；惟南京市教育会，则在毛啸岑到达后，始组织成立。
蒋介石从南昌到达上海后，得到江浙财阀之支持，勾结帝国主义与洋奴买办，反革命面目愈益暴露。四月初，蒋从上海到南京，国民党省、市两党部在通衢悬挂横幅，上写“欢迎革命的蒋总司令。”侯绍裘谓毛啸岑曰：“我们欢迎的是革命的总司令，反革命的决不欢迎！”四月六日省市两党部在金陵春酒家举行欢迎会，蒋介石不敢来，由温建刚代表参加。
四月八日下午，省、市两党部被杨虎、张群率领暴徒捣毁，工作人员或被打伤，或被绑架。前一日，四月七日下午，毛在党部接得一电话，叫他“明天当心点！”但不肯讲打电话者为谁。毛当即忆及在上海时，侯绍裘曾关照：“此次迁南京，要准备斗争，要做好一切准备。”因决定明日（八日）全体女同志不要上班，并将一切印信文件用手帕包扎，置于桌上，准备紧急时携带出走。至是，毛即携取手帕包与执委张曙时向后门跑去，将手帕包塞在米囤内，准备开后门逃走。不意后门外亦有人在吹哨呼啸，进退无路，躲入厕所，而厕所内早已有人隐藏，共蹲地上。旋见有人掀地板进入下层，众亦尾随而下。暴徒猛踏地板，蹬蹬作响，而不知地板下有人。用棍棒捅便槽，无所得，暴徒呼啸而去，众乃出。张曙时在内室写字条，欲送十七师政治部李世璋，请派部队前来保护。毛则在外室洗脸，而暴徒又闯来，以手枪抵毛胸口，问是何人。张见状即将字条吞入腹内。暴徒高呼：“打倒你们这些跨党分子！”（意谓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党员）。毛啸岑、张曙时即被用绳索捆绑，挟出大门。行至五马路口，遇见从汉口来的吴淇，吴素与张曙时相识，强令暴徒释放。暴徒见吴淇身佩少将符号，又有卫兵，不敢违抗，即四处逃散，吴淇即护送毛啸岑与张曙时回宁台旅社休息，嘱咐珍重而去。毛、张即商讨对策，由毛回省党部将藏在米囤内之手帕包取出扎在身上，返旅社，而张曙时已二次被绑矣。张曙时二次被绑后，行至中途，又遇熟人得救，遂去武汉。

是日傍晚，毛啸岑晤侯绍裘，匆匆未细谈，相约黄昏时在四象桥附近旅社内再见。届时侯来，告毛已动员十万人，明日（九日）在半边街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向总司令部请愿。商定提出三项条件：一、负责保证省市两党部及人民团体正常工作；二、释放被绑人员；三、惩办流氓暴徒，谈至深夜始别。

九日上午侯绍裘、毛啸岑同赴半边街会场，得情报，暴徒要在会场暗杀侯绍裘。侯初不理，经多人力劝，始越墙走，于是大会由毛啸岑与刘少游主持。侯绍裘临走再三嘱咐必须坚持斗争，如此次斗争失败，各回家乡，伺机再动。孰料从此一别，竟成永诀矣！据事后柳亚子告毛啸岑：四月九日以后，侯绍裘继续留京活动，在一次共产党会议上，与张应春一同被捕，蒋介石遣暴徒将侯、张等烈士装入麻袋，用乱刀戮死，投尸长江。以是，一九二八年柳亚子从日本避难归国，至南京欲觅烈士遗骸不可得，尤以张应春烈士，系柳亚子介绍任国民党江苏省委妇女部长，因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之叹，于是绘《秣陵悲秋图》征集题咏，以悼念之。张应春字秋石，“悲秋”悲悼秋石也。毛啸岑尝谓：“我能为革命事业聊尽一分力量，且能坚持与国民党右派斗争到底，皆柳亚子、侯绍裘二人对我之启发和教导；而张应春烈士之革命行动，实亦给我无限之力量也。”侯绍裘烈士牺牲后，毛啸岑无限悲痛，尝留一照片，珍藏勿失。十年动乱中，将照片隐置于书橱后背。当红卫兵至寓抄查，他物均被抄去，而烈士的照片，幸获保存。先是，反右斗争后，毛啸岑追念往事，不胜感叹，犹念念不忘侯绍裘烈士之生平，因与姜长林诸人，搜集烈士史料，寄给时在成都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张曙时，张表示愿汇总成文，但卒因年老多病，始终未闻脱稿云。
九日群众大会，依事先商定办法进行，三项决议通过后，整队至总司令部请愿，从上午九时许，先后派两批代表进去，到下午四时，无回音，于是毛啸岑亲自率领代表入。久之，蒋介石开门出，咆哮曰：“孙传芳已在龙潭渡江了，没有功夫与你们多啰嗦！”随将门一乓而入。旋闻邻室电话中关照对方，“多来些人，要带铁棍！”果然不到半小时，大门外群众被暴徒打散，不少人受伤，毛啸岑脱身而走。既出，忆及侯绍裘临别嘱言，遂乘车到苏州，与苏州党部联系，传达侯绍裘指示。旋即回吴江，准备在家乡活动。孰料五月八日夜半，蒋介石派爪牙来吴江，指名逮捕柳亚子、毛啸岑。是日毛啸岑正在城隍庙举行“反吴讨奉”大会，会后闻讯匿友人家三天，既往浙江西塘镇避难。及至是年九月，始受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吴江乡村师范部之聘，任教职。对学生一如既往，循循善诱，常寓革命道理于日常教学之中，青年学子，思想为之一新。其中有陈树英、严汉民等学生，因受毛师影响，参加革命，卒成中共党员。毛啸岑在乡师四年，颇多建树，每逢寒暑假期，常组织学生举行各种有益活动，因此学生卒业而去者，每多与毛师函信往来，直至老年家居犹不绝也。
毛啸岑虽因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暂时隐忍，但对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始终未尝妥协。

张曙时二次被绑得救去武汉后，不久，武汉汪精卫亦投入反革命怀抱，张曙时彷徨无所至，适邓演达、谭平山等另组“第三党”，意在反蒋，张曙时加入焉。毛啸岑亦以友人介绍参加“第三党”，于是又与张曙时共事。毛任“第三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在张曙时领导下，从事反蒋活动。张曙时虽任“第三党”中央委员兼江苏省党部委员，但在上海无职业，生活艰苦，每以咸菜炒豆渣包面饼果腹，毛啸岑经常以吴江乡师领得之工资寄助之，而张曙时总以是作为“第三党”活动费用，仍维持艰苦之生活。

一九三一年八月，“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被捕，毛啸岑受命辞去乡师职，以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员身份在南京任营救邓联络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时，毛啸岑又受命去杭州和团长许沅浦接洽，谋策动蒋军八十七师与八十八师在杭州反蒋。及晤许沅浦知此两师已开赴淞沪参加抗日，事未成。

毛啸岑在遗族学校仅半年，得到蒋介石独裁政权之内部消息不少，但以校内戒律甚严，无更多活动余地，遂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离南京复至上海，任南洋高级商业学校、民立中学、正风文学院等校教职。时邓演达已被蒋介石杀害，“第三党”组织无形解体，张曙时等拟计划恢复，终以压力重而力量寡，未得如愿。及至“八·一三”抗战军兴，谭平山在汉口宣布解散“第三党”，盖国共已二次合作，共同抗战，“第三党”无存在之必要。翌年春，张曙时欲赴察哈尔与何民魂同组国民抗日军，旅费无着，毛啸岑即与南洋高商校长吴醒濂联系，由学校出面，请张曙时来校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吴醒濂首捐一百元，爱国师生纷纷响应，当场捐得一千余元，充作抗日费用，张即首途北上。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啸岑入招商局任会计室工作。“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沦陷，招商局改为卫利韩公司，盖取美商招牌也。是时江浙沿海各地公立学校，均被日伪接收，爱国师生无以立足，或转入私校，或至各地避难。原苏州中学教务主任张贡粟及其兄原金山七县联立师范校长张仲友，均以避难莅沪，往晤毛啸岑欲在沪谋业维生，盖二张均吴江人，与毛啸岑有同乡之谊。时毛啸岑正以在局内宣传活动困难，认为青年学生是最好之宣传对象，因告张氏兄弟，卫利韩公司大楼尚有余屋可利用，何不就借此办学。张氏兄弟闻办学则喜，但有两点顾虑：在租界上办学，托蔽帝国主义势力，将为爱国人士所不齿；其次大楼租金昂贵，万一办学不成，反负重累，有难色。毛啸岑即以招商局为例，并列举清末革命志士大多以港澳为活动基地，晓以此时此地，租界正可为我人所利用。至于经费问题，毛啸岑表示愿全力支持，计遂定。由毛啸岑作介绍人，租大楼余屋，苏中、联师合并复校，师生共同努力，声誉大盛。毛啸岑身居租界，而心注祖国，为培养爱国学生，实有力焉。

一九三九年八月毛啸岑离上海去香港，由王绍鏊介绍，在徐明诚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香港沦陷。间关跋涉辗转赴重庆。在重庆，得友人之助办合众保险公司，与柳亚子、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时有往回。

柳亚子在重庆，原住郊区沙坪坝，以时至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晤谈，因复旅居合众大厦。毛夫人沈华昇遂为之在三楼小阁周密布置，并遣其姨甥媳孙梅君时至阳台望风。柳亚子曾作绝句二首赠之。其一曰：“小楼为我安排妥，茗碗熏炉事事新，推食解衣何限感，金闺国士女休文。”其二曰：“不眠最喜起吟诗，蜡炬成堆午夜时；更爱胆瓶亲手插，牡丹雏菊费猜疑。”下有附注：“一九四五年十月，余旅合众大厦之小楼，奉谢华昇姐二首。姐乃余组党时干部也。”盖当柳亚子筹组江苏省省党部及基层组织时，沈华昇曾参与吴江县党部工作，为柳得力助手，故附注云云。“四·一二”政变后，沈华昇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柳亚子进城住合众小楼毛啸岑寓所后，与毛剪烛夜话，兴怀感发，曾作《与啸岑夜话有作》一诗曰：“青天白日《新黎里》，碧血红潮旧羿楼，换取巴山今夕醉，廿年影事上心头。”柳亚子经常借用合众小楼会见民主人士。叶挺同志从湖北恩施被释放至重庆，毛啸岑在公司招待叶挺夫妇，柳亚子又邀董必武、齐燕铭、王若飞、邓颖超等同来宴会。以是特务对毛、柳行动颇注意，第以毛啸岑警觉性高，应付灵活，得在虎穴活动达五年之久。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更益暴露，毛啸岑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从重庆回上海，特专程拜访王绍鏊，王绍鏊仍要毛啸岑参加情报工作，毛啸岑欣然受命，约二、三个月后，王绍鏊为毛啸岑介绍一人见面，并约定时间、地点、暗号，但未说明此人姓名。毛啸岑如约至华懋饭店（即今之和平饭店）咖啡室等候。不久人来，即说：“王先生好吗？”于是就接上了头。略事寒暄，此人即劝毛啸岑不要再办保险事业，改业银行可乎？毛表示银行业更外行，又无资本。此人即告以自有办法。约定翌日仍在此时此地相见，将再介绍一位朋友与毛细谈。毛问：今后见面，如何相称。曰：“叫我老徐即可”。后始知老徐者乃徐雪寒也。翌日又至华懋饭店，徐果偕一人来，向毛介绍曰：“此我友叶景灏，在银行工作十余年，熟悉银行业务，可以细谈。”旋即由叶陪同徐、毛同去地点僻静、谈话方便的银行俱乐部就餐。叶介绍从绸业银行会计主任金声向处获悉有一家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愿意出让。公司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实际上已停业九年，只是对外没有宣布过停业，也没有向财政部缴销营业执照，所有股款部已收回，集中在两位创办人手中。金认为可以用增加资本继续营业名义向财政部申请，并已找到了门路。条件是一切活动经费由我方负担，事成之后给两位创办人五十两黄金。徐说明国共两党正在谈判，有可能出现一个暂时的和平局面。党准备在上海设立一家由私人出面经营，实际由党秘密投资的银行。要努力办好银行，利用银行在银钱业和同业公会中取得地位，团结起一批中小银行、钱庄中的上层人物，将来在公开的政治活动中，要有代表我们的人站出来发言。又说毛已经在保险业中取得了地位，而且担任了保险同业公会的常务理事。虽然对银钱业是陌生的，但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保险和银行中的地位，挤进银钱业和同业公会中去进行活动，取得自己的地位。相信毛的活动能力，是有办法做到的。至于银行资本由毛、叶去招股，不足之数可以完全由党提供。
不久，金派人陪同叶先后三次去南京向财政部进行活动，毛亦去南京请当时任审计长的陈霭士从旁协助。以后财政部通知派员来上海查账，将经过整理后的账目送审应付过去。当然对财政部和查账员都得化钱送礼，计向财政部送了三十两黄金，向查账员送了十两金饰。国民党政府部门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甚至公开开价索贿，由此可见一斑。
九月间，财政部终于批下公文，准予办理增资后继续营业。我们随即筹募股款、物色业务人员、寻觅行址；积极进行各项筹备工作。毛邀请民革张墀琴投资二千万元，又经过宜兴县银行经理舒曰信（原正风文学院左派学生）筹集了七百万元，叶筹集了二千三百万元，徐雪寒交来二亿四千万元，共计资本法币三亿元。

在公司组织方面，由毛邀请国民党元老许世英任董事长，邀请C.C系红人秘书长仲肇湘、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陆再云，以及合众保险公司总经理潘光迥和公司原创办人之一沈孝明为董事；叶邀请衡通实业公司总经理张良栋、其昌钱庄经理丁山桂为董事；他们都是没有投资的挂名董事，安排张墀琴为常务董事， 九昌织造厂总经理陶友川，宜兴县参议会议长为董事，他们都有一定金额的投资。这个董事会名单具有一定的掩护作用。在公司职务和分工方面毛啸岑任总经理，负责对外活动；叶景灏任副总经理兼经理，负责内部管理，聘请原中国农民银行襄理王懋德任副总经理，负责联系国家银行和大银行关系；毛、叶、王都任常务董事并共同经营业务；聘请沈复镜任董事会秘书。以上人事安排都事前同徐雪寒共同研究同意后进行安排。
在公司筹备后期，蒋介石的假谈真打，不久就扩大为全面内战，法币走上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利息不断上升，已经有一批中小工商业倒闭，银钱业中也有个别传出不稳消息。徐为此专门谈了公司的业务经营问题，如何招揽存款，特别是如何从国民党党政部门招揽存款，发展工商业关系，打开银钱业同业关系等问题，并明确规定不得与党在上海的其他经济机构发生任何关系。

公司在当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开业，但在业务经营和资金调度上一直比较困难。年初，徐介绍姜维贤（即陈明）来共同联系，不久徐离沪去香港，行前嘱姜送来一批黄金和资金来帮助公司应急之用。经过半年多时间，从业务经营中，依靠自己同客户的关系，逐步达到勉力调度。

同年中，姜突然来告叶，党有一艘运送物资的机帆船在海上被国民党搜捕，上海有一家党的经济机构被暴露，人员已撤退，姜本人亦将离沪去香港，约定今后去香港找他，并又一次说明公司与党的其他经济机构不准发生任何关系。

事后经毛、叶商议，由叶于九月初去香港。陈明谈了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建议为党举办沪港之间的套汇业务。叶回沪后向毛谈了上述情况，经商议后由叶着手准备。叶邀请了东方汇理银行熟悉外汇业务的职员张云啸，经过短期准备。即去香港常驻，并逐步开展了两地套汇业务。1948年5月间，叶又第二次去香港，回来后又介绍了陈明所谈的政治、经济形势，并转达陈明提出的意见，要求公司从其他经营中每月上缴给党二万港币。毛完全同意。

从陈明离沪去香港后，公司的业务经营能力又有进一步发展。一、公司在开业的同时，即建立起一套暗账，指定会计主任李德宏负责管理，并逐月将账面盈利转入暗账，购买黄金保值。因为黄金随时可以出售，便于应急。1948年公司业务发展，每月大体上有三、四十两黄金转入暗账。
二、整顿了业务经营，统一资金调度。当时银钱业副经理和业务人员中利用客户关系私下经营拆款之风盛行，这种风气在公司内部亦日渐增多，甚至挖出客户存款来经营。在市场资金紧张时，往往严重影响公司的资金调度。经毛、叶研究后，把拆款活动统一管理起来。凡经手人拆进款项，由公司酌定黑市利息统一收下来，凡要求拆款的由公司统一拆放。黑市利息收支每月结算一次，所得利息差额由公司提取若干成作为万一发生坏账的准备，其余按拆进款项的多少分配给经手人。指定副经理陈延康、营业主任王伟才统一管理，并规定自一九四八年初实行。实行这个办法后，集中了资金，在预感到市场资金紧俏时，多拆进一些款项，增强了公司调度资金的能力。在当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确实解决了内部管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底前，毛经过调查研究提出由公司办理小额贷款业务。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在抗战前是以办理小额贷款为主要业务的。中级的英文是Intermidiate,意即中产阶级，中级是它的简称。小额贷款是对有固定收入的职工，过有婚丧喜庆或其他临时意外支出时，在有分期偿付能力的条件下予以贷款。叶同意举办，但应有一个贷款总额度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进行。毛遂亲自起草章程办法，调其学生陈慰慈任小额贷款调查员，并在报纸上刊登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创办小额贷款启事，从一九四八年初开始接受申请。毛除在口头上宣传外，还通过报纸发布消息。在下半年毛、叶又邀请十家中小银行钱庄，分别承担一部分贷款额度，作为共同办理的社会事业，而以我公司为集中的主办单位。不久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原来规定的额度已显得过小，已无法进行，分别退还额度而结束。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300万法币折合金圆券一元，一百元金圆券等于三亿法币。公司资本法币三亿元，到此时即等于金圆券一百元。还规定黄金每两金圆券200元，但不准人民持有黄金。在市场管理上规定大米每石限价金圆券23元，但到十二月已涨到每石金圆券1800元。以后又急忙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准许人民持有黄金，同时宣布金圆券贬值80%，黄金每两价格上升到金圆券2000元一两，并按此价格出售。在此期间，由于我们早有思想准备，并将全部黄金调往香港折成美元。

按照规定公司需要办理增资为金圆券五十万元，毛认为中级信用社公司名称喊不响，不如在增资时同时改称中信商业银行，并按此办理了一切增资手续。为了应付中央银行规定要将全部资本存入中央银行验资三天，叶于十二月下旬去香港，套回金圆券五十万元。一九四九年初叶回沪，并转告毛，陈明请他在三月间去香港。

毛啸岑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飞抵香港。抵港后，由张云啸偕同到施舍，翌日，张云啸与姜维贤同来施舍，张以事先走。毛岑啸首先将秘密分藏在衣服和提包里的一份蒋军残余部队名单交与姜维贤。盖毛有亲戚李越尘在蒋军后勤部财务部门工作，毛从李处获得一份国民党最新的军队编制材料，包括经过整编、扩编后的新编制，有陆军驻地、部队番号以及军官姓名颇详尽。以后从新华社广播中听到用此材料驳斥国民党右派之谎言。此后，姜维贤多次来毛施舍，为毛详讲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内之大好形势，又给毛看些文件，内有《新民主主义论》，姜关照毛须细心阅读，自可明瞭全国解放后我党之政策方针。有时谈些统一战线问题。要毛啸岑开一张上海金融业中比较开明人士之名单，以及解放以后银行与保险事业如何经营管理的意见。毛俱以报。毛知在港之柳亚子、王绍鏊等已先后离港赴内地，因要求亦欲同去，姜维贤未予同意。越数日，姜维贤告毛啸岑，希望他回上海后要做好迎接解放上海的思想准备和工作，要宣传党的政策，以平津解放后的政策为例证，对上海金融业上层人物做好安定人心的工作，要他们留下来继续经营。毛回沪后除详告叶外，并积极进行了各方面的活动。
四月初，叶找毛密谈，说平时常来我行的富记米号老板张困斋，三月十九日突然在外面被捕，米店和家里都遭到军警搜查，并留下少数军警住下守候，亦不知道张被关押在何处。最近其弟获得通知去探监，才知道可能涉及政治问题。希望毛能找社会关系设法营救，如需要化钱，可以照办。毛经过几日活动后回告，案情重大，是军统办的，恐无希望。上海解放后，才知道张困斋烈士负责联系党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当电台被破坏，张去联系时被捕。在五月七日，张困斋连同前后历任台长李白、秦鸿钧三同志被送到浦东戚家庙进行集体残杀。

在上海学生反饥饿斗争时，同济大学学生会主席杨前坤、潘承邦等三、四位同学被捕。王绍鏊的儿子王辅民和毛安澜请毛啸岑设法营救。毛托人进行了工作，最后由毛、叶各挽一家铺保保释。

杨前坤离校去浙西解放区时毛还嘱安澜资助三十元路费。

关于毛在上海参加国民党金融区党部的活动情况，党是同意的。

一九四七年秋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妄图进一步控制上海金融业，拟筹组国民党金融区党部，得知毛啸岑于一九二四、二六年间曾是国民党党员，因拉毛代表信托业（当时中信尚未改为银行）参加筹备金融区党部；在信托业中拉拢国民党员，以张声势。毛即向王绍鏊、叶景灏报告。王绍鏊认为这帮家伙既知毛曾有国民党籍，不参加不行，且参加可得消息，随时汇报。叶景灏谓毛啸岑曰：“参加进去，我方确有利，但要有坚定的意志，尚须自加考虑。”于是，毛秉承王、叶二人之意，参加金融区党部，任筹备委员与执行委员，邀请公司内的王懋德、沈复镜成立一个小组。并从中获悉常务委员与筹备、执行两委员会名单，各行庄、公司成立区分部情况，以及反动派对共产党造谣、污蔑之言论，均一一如实向叶景灏汇报。一九四八年初，金融区党部将正式成立，曾印发一份全体国民党党员名册，有银行、钱庄和公司之名称及成立区分部数目，毛携归交叶，叶认为此册很有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左右，我解放大军已迫近上海郊区，国民党头子方治、陈葆泰，召集一次金融区党部全体大会，陈宣说：“我们可能要暂时离开上海，但不久就会回来，各位尽可放心。目前你们如要离开上海，飞机票、船票均可代办。如一时走不开，要潜伏下来，在我们反攻时做好宣传工作。如果共产党来了，你们态度要灰色。大家当心观察，有什么人真的投降共产党，要记下名字，等我们回来和他们算账！”陈面目狰狞，而态度慌张。同时发一张国民党金融区党部全体名单，叫大家看看熟，认识面孔。这张名单和以前发的名册不同，人数增加了。陈又郑重关照，以前所发名册，回去即销毁，不要保存。毛啸岑欲将新名单取回，但卒由陈当场收去，无法带归。陈葆泰最后说：“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你们都是银行、钱庄中人，在金融上不要和共产党合作，尽量扰乱金融，多囤粮食、棉、煤。”又说：“有些人要隐蔽下来，如要化名的身份证亦可由我们代办，要几张都可。”狂吠完毕，就仓皇地走了。毛归，如实汇报。
上海解放前，毛已知道叶景灏是地下党员，同时也知道其学生舒曰信也是党员，均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而他在叶的领导下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上海解放后，叶在六月下旬调往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工作。陈明回上海后将中信银行在香港的资金全部经金融处调回上海。中信银行办理了增资，舒曰信进中信银行任经理。有关中信银行的工作和业务，每月由毛、舒向金融处业务组赵帛、叶景灏两人汇报。直至1952年10月叶、赵先后调往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以后中信银行改归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领导。

全国解放以后，毛啸岑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之领导，热爱新中国，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年四月，在党的安排下，先后担任驻中国通商银行公方代表，任总经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民建委员和市工商联常务委员等职。毛啸岑努力学习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文件，领会其精神，在工商界中积极宣传贯彻，注意听取各方面之思想反映与建议、要求，在工商界与民主党派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五〇年七月，毛啸岑赴北京出席全国金融会议以后，在私营工商业中，不辞辛劳，到处奔走，组织联营集团，积极推动联营联管，逐步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归国志愿军，以及推销公债等工作中，毛啸岑均能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推动工作之顺利开展，得到各有关方面之好评。此皆荦荦大端、党内外人莫不有目共睹，而解放前一切为党所做之工作则局外人不得而知也。

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起，毛啸岑解放前是中信银行总经理，首当其冲，中信银行职工追查暗账事，经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宣布中信银行资本及公私股比例数字，（并明确宣布：“毛啸岑不是资本家。”中信遂改为“三反”运动，）由叶景灏向全体职工作交代。
一九五七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解放入城后首次整风运动，动员群众大鸣大放。毛啸岑时任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教务长，出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帮助党搞好整风运动，因就平时接触所及，提批评意见，措辞稍尖锐，而卒被错划为右派。毛啸岑痛心悔过，自惭形秽，自此不敢与人多接触，退居旁职，无所作为，直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摘帽，一九七九年改正，但距一九七六年二月逝世已三年矣！

正当毛啸岑被错划为右派时，柳亚子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毛啸岑悲痛不已，谓其夫人沈华昇曰：“我一生为革命奔走，道路虽曲折，但终未走入歧途者，皆侯绍裘与柳亚子两人之教导诱掖，始克及此。侯绍裘烈士之牺牲，给我以莫大之激励，至今犹念念不能忘；今亚子又辞世，而我则获罪于党，将何颜以对泉下英灵！以情以理，我应赶赴北京，亲自吊唁，执绋营葬，但以戴罪之身，不获自由，奈何！奈何！”卒仅打一唁电与柳夫人，表于哀悼而已。并将亚老遗像，放大尺许，悬于室内。嗣后，毛即着手为柳亚子搜集文物资料。柳亚子一生事迹，毛啸岑约略可述，而其遗墨文稿，则散佚各方，非用大精力，不易搜集。毛即向亚老生前亲友写信征求，片纸只字，莫不视为珍宝，经长期积累，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分类包装，卧室中有书橱两架，其中一架下柜，专藏亚老遗墨及有关史料。毛啸岑曾告人曰：“为搜集亚老手迹史料，所用邮资已百有余元。”其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且艰，可想见矣。不幸十年动乱之始，红卫兵到毛寓抄家，翻箱倒箧启书橱下柜，见累累者悉用厚纸包装，一一检阅，不知柳亚子为何如人，更不知内容之所云，疑是反动材料，投入麻袋，与其他书籍实物悉数抄去，并将室内箱笼之不便携取者，贴封禁启。时已深秋，气候转寒，而棉绒衣着尽在箱内，每遇红卫兵来寓批斗，毛啸岑穿薄夹衣立走廊中，瑟瑟发抖，见者莫不为之痛惜，而毛啸岑则视若泰然，一心念念于柳亚子之材料，数年心血下落不明，终日郁郁，无以自解。其后，亦屡经恳人向红卫兵所在单位询问被抄去之柳亚子材料，终未得确讯。又曾向卢湾区负责当局查问，亦无结果。毛啸岑每与人谈及此事，总耿耿于怀，认为此乃终身一大憾事。

当毛啸岑在人民银行集中交代问题时，夫人沈华昇日夜忧虑，寝食不安，孱弱之躯几不能走，及至毛啸岑“解放”回家，不久病大发医治无效，遂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逝世。沈华昇随毛啸岑自重庆回上海，卜居今卢湾区复兴路。全国解放如获更生，时虽年逾半百，犹不服老，因取毛主席诗意，欲作“报春”之寒梅，遂改名为沈梅英，参加上海市家庭妇联组织，经常用诗歌形式，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并积极参加里弄工作，屡经记者访问报导。曾有《自誓》诗一首曰：“虽然头发年年白，自喜良心日日红；一意一心跟党走，誓将老妇作黄忠。”此乃出自肺腑之言。一九五六年春曾被推为上海市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家属大会。一九五七年后，毛啸岑虽屡受挫折，即在十年动乱中亦仅为毛啸岑健康担忧，仍坚信党，未有一言半辞表示悔恨不满之意。柳亚子重庆赠诗有“金闺国士女休文”之句，诚当不愧也。

毛啸岑老年失伴，又因病在家休养，郁郁不安，无以自遣，不久亦卧病，急电其子安澜，安澜驰归，以业务正紧无暇久住，遂将扶其父，同赴马鞍山医治，几经反复，卒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逝世于马鞍山，享年七十有六。

毛啸岑逝世后，不久，“四人帮”覆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之精神，对毛啸岑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一案，经上级党委批准，已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予以改正。又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主持，经市委批准，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为毛啸岑举行追悼会，对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毛啸岑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毛啸岑由柳亚子介绍参加国民党，又以参加国民党与侯绍裘烈士相识。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向往共产党。初则从事教育，同时与柳亚子合力创办《新黎里》报，由家乡而上海、南京前后约十五年。抗战前夕转入他业，是则为谋生掩蔽之术，而其志趋所向，精力所注，演变曲折，未离其宗。始则为国民革命，奔走呼号；“四·一二”事变后，继续追随柳亚子等，痛恨国民党右派之倒行逆施，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事业积极工作直至人民中国诞生，万民同庆，斗争胜利，欢呼雀跃，喜可知也。但在极“左”路线下，毛啸岑虽受到挫折，但仍相信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冤狱昭雪，彻底平反，则亦可以告慰泉下矣！
注：本文由毛啸岑之子及生前好友姜林长、沈哂之、邵子敬共同整理

